
应急治理中的合作生产何以有效？
———以中国灾害群测群防体系的实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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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利益诉求多元的应急治理实践中，公共应急产品的合作生产是应
对“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困境的有效手段，如何提升应急治理中合作生
产的有效性已成为增强防灾减灾效能的前沿议题。研究以合作生产理论为基础，
从主体能力与主体间关系的整体性视角出发，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法对四川省汶
川县８９９个家庭户的调研数据展开实证分析，以此识别影响应急治理中合作生
产有效性的因素并阐明其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主体能力维度中的领导力、
学习能力以及主体间关系维度中的信任、凝聚力等要素均对公共应急服务的合
作生产有效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信任作为调节变量，分别强化了凝
聚力与领导力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正向作用。由此可见，要想实现持续有效的
应急公共产品供给，不仅应关注生产主体的能力建设，同时也要重视主体间的
互动模式与关系网络，因地制宜地实现应急服务的优化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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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作为世界上受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公众对应急公共产品和服
务具有迫切与多样的需求。然而，在复杂的应急治理情境中，政府提供的应急
资源往往难以全面及时地满足需求。这一现象在发展程度较低、公共资源相对
分散的偏远地区尤为突出。一方面，灾害的爆发往往催生紧急服务需求，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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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面临着应急物资与专业资源短缺的困境；另一方面，灾害过程的不确定性
极大地增加了地方政府及时有效地响应并持续跟踪应急治理实际成效的难度。
在传统视角下，政府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应急公共产品的核心供给者，公众则被
认为是公共应急产品与服务的接受者。实际上，政府与公众的合作生产早已成
为提升灾区应急能力的潜在来源，二者在应急治理过程中的优势互补是有效缓
解应急资源供需矛盾的重要支撑。

促进应急治理中的合作生产，对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提高防灾减灾救
灾和急难险重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能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
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有效的合作生产能够弥补应急
治理中人力、资金、知识与技术等资源的不足，确保公共应急服务供给维持稳
定或实现优化，在提升应急治理效率的同时增强公众的灾害应对能力。一方面，
政府作为应急治理的核心主体，能够凭借自身的权威增强主体间的沟通协作水
平，并进一步拓宽基层社区获得额外应急资源的途径。另一方面，公众作为志
愿者所具备的创造力、社会资本以及本地资源能够有效弥补因政府失灵而导致
的应急响应不充分不及时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合作生产主体间优势互补的
特性能够大大降低灾害治理成本，帮助政府与公众形成牢固的伙伴关系
（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２０２０）。

然而，尽管公众与政府的合作生产有其内在价值，但这一过程并不一定带
来正向的应急治理产出。相反，由于公众的应急知识与技能水平参差不齐，加
之力量分散、异质性程度高，尤其需要通过有力地协调整合才能形成合力，否
则容易导致资源浪费和秩序混乱的局面。已有研究表明，无效的合作生产不仅
无法满足应急治理的实际需求，还可能使灾害治理过程复杂化（Ｔｗｉｇｇ ＆ Ｍｏｓｅｌ，
２０１７）。因此，在应急治理领域，关注如何提升合作生产的有效性至关重要。合
作生产所带来的正向收益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应急治理实践中呈现出
较大差异。根本原因在于，合作生产的有效性水平受到技术与社会等多种因素
的制约。识别影响合作生产有效性的因素并阐明其内在机理，有助于从底层逻
辑出发改善合作条件，以期扩大并增强应急治理的正向收益。

在现有文献中，关注“什么是合作生产”的描述性研究较多，而对于“如
何有效地进行合作生产”却鲜有涉及，应急治理领域的实证研究则更为少见。
尽管部分学者从技术层面出发，挖掘了技术进步与应用如何推动应急治理中合
作生产的实现，但对非技术性因素的作用关注较少。因此，本研究以汶川县灾
害群测群防体系为案例，试图揭示影响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合作生产有效性的
因素。文章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汶川８９９个家庭户的调查数据，研究主体能
力要素与主体间关系要素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影响，并对主体间关系维度中信
任所发挥的调节作用进行解释，以此阐明影响应急治理领域合作生产有效性的
内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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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应急资源合作生产的中国实践

（一）群测群防体系的缘起
我国各类灾害频发，如何有效防灾减灾，维持社会稳定运行，是关乎国家

安全与发展的重要议题。自联合国提出“国际减灾十年”（１９９０—１９９９年）以
来，国际社会便将应对灾害的重点从应急响应转向灾害准备（ＩＤＮＤＲ，１９９７），
对灾害早期预警日益重视。原因在于，应急响应本质上是一种灾后补救措施，
难以从根本上减少灾害损失。在此背景下，大部分学者从技术主义路径出发，
倡导从治理前端对灾害风险进行源头监测、识别与预警，通过构建技术先进的
灾害早期预警系统来提升风险预测的整体准确性（Ｂａｕｄｏｉｎ ＆ ＷｏｌｄｅＧｅｏｒｇｉｓ，
２０１５）。

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而言，建立技术先进的早期预警系统举步维
艰。以中国为例，我国地质灾害点多面广，多分散于偏远山区，具有预警难度
高、成灾速度快、破坏性强的特点。同时，农村地区普遍面临技术力量薄弱与
资金短缺困境，难以通过构建成本高昂的技术性早期预警系统进行灾害隐患点
的排查。在此情境下，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构建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难题，
还是与社会过程紧密关联的复杂管理问题，必须充分利用本地现有资源对地质
灾害风险进行源头监测、识别与预警。群测群防体系便是在资金与技术条件受
限的情况下，通过公众与政府合作，运用在特定文化环境下长期积累的本地知
识与资源，构建灾害早期预警系统的实践。

群测群防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１９６６年邢台地震的爆发与响应。灾害发生
后，周恩来总理亲临地震现场，强调地震预测预报要群策群力，不仅要有专业
队伍，还要有地方队伍和接受专业指导的群众业余队伍。从此，自然灾害群测
群防体系得以形成并不断发展，专群结合进行地震预警成为我国防灾减灾工作
的特色。如今，群测群防成为偏远地区对大范围内地质灾害隐患点进行监测和
预警的重要手段。换言之，政府可以通过充分动员，使未经专业培训的公众参
与到社区灾害隐患点识别、排查、监测与预警的过程中，构建依靠群众力量、
立足本地实际的社区灾害早期预警系统，实现灾害治理的降本增效。当前，我
国的灾害群测群防作为地方政府组织城镇或农村社区居民为防治灾害而自觉建
立与实施的工作体制和减灾行动，已成为有效减轻灾害负面影响的一种“自我
识别、自我监测、自我预报、自我防范、自我应急和自我救治”体系（刘传正
等，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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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合作生产视角下的群测群防
灾害群测群防体系，是一种中国式灾害早期预警合作生产实践，在政府既

定投入的基础上提升了灾害预警的广度和精度。群测群防的参与者既是早期预
警系统的生产者，也是防灾减灾服务的消费者。Ａｌｆｏｒｄ （１９９８）指出，合作生产
是公民、顾客、消费者、志愿者和／或社区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生产、消费或从
中获益。在此过程中，公众不仅仅是潜在的顾客，更是与公共组织合作创造社
会价值的重要伙伴。

群测群防过程中，不同背景的公众志愿者成为早期预警系统的生产者，作
为应急治理的关键角色共同创造公共价值。研究团队在前往贵州毕节与四川汶
川开展田野调查时观察发现，职能部门首先会根据当地的地质条件、地形地貌、
居民分布等实际情况在村内确立若干灾害风险点。然后，村委根据灾害风险点
的危险程度、地理分布以及监测难度，召集距离风险点最近的村民进行监测预
警。每个村的风险点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监测员既包括村庄中具有一定声望
的领导干部（村长、村委书记），也包括熟悉当地地理环境的普通村民。笔者发
现，由于风险监测成效关乎村民的生命安全，所以监测员往往要经过村民们审
慎的协商后才能确定。监测员除了要自愿为村民服务、被村民信任外，还需具
备一个重要条件：自己家与风险点距离最近。这样，一方面能够方便监测员在
灾害频发时期多次观测并快速采集信息；另一方面，灾害爆发将首先影响自家
房屋，因此也有利于保证监测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具体实践中，监测员通过简易的监测手段，例如采取在灾害隐患点设置
固定木桩、钢钉或绳子等简便装置的“土方法”，每日定期巡查并对装置的位
移、倾斜程度进行研判以估计灾害爆发的可能性。在灾害风险较高的汛期，监
测员会增加巡查频率，甚至在半夜多次查看，以实现对灾害风险变化的精准把
控。当监测员观察到固定木桩发生严重位移或偏斜时，或是出现地表裂缝、树
木倒伏或局部滑塌等现象时，会在研判灾害风险严重程度后决定灾害预警的方
式。如果监测员判断可能会出现泥石流、山体崩塌等破坏性强、发生速度快的
紧急地质灾害时，便会通过敲锣鸣鼓、大声呼喊或是挥举信号旗的方式通知村
民快速撤离。如果识别结果是紧急程度较低的风险，监测员则及时上报村委与
上级政府以寻求人力、物力与财力等方面的援助，并请求专业技术人员对灾害
爆发的可能性进行研判。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过程中，除了监测员外，还有大量普通村民主动参
与到群测群防中随机进行灾害预警。在汶川和毕节的部分村庄，笔者了解到不
少紧急灾情的报告最初来自于普通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偶然发现的险情。这些险
情大部分分布于风险点以外，即未提前设定监测员的地带。这些普通村民在村
庄中成为行走的监控“探头”，和监测员一起形成了紧密的预警网络。由于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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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确定性，许多风险点难以被提前识别，因此这些村民在灾害预警中发挥了
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当然，在不同村庄，主动参与到群测群防中的村民数量
有较大差异。笔者发现，社区信任水平越高、内部领导力和凝聚力越强，便越
能够在灾害发生时减少沟通交流成本，迅速整合社区应急资源，推动防灾减灾
的集体行动，从而提高公众的参与度和疏散效率，提升群测群防体系在有效减
少灾害风险、保障公众生命安全方面所发挥的公共价值。

在合作生产中，政府的角色主要是为公众提供资金、知识与政策制度等资
源支持，消除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限制性因素，进而产生持续的成效（容志、
张云翔，２０２０）。在群测群防过程中，地方政府每年会对监测员开展地质灾害监
测知识与技能培训，向监测员传授有关地质灾害早期预警的判别标准、方式方
法以及处置手段。此外，每位灾害监测员每年会领到一定的中央财政补助（约
为４００ － ６００元／年），以此增强其工作积极性和责任感。

从本质上说，群测群防是一种公众运用社区本地资源和社会网络增强自救
能力的生产过程，因此，社区内部的领导力和学习能力会对合作生产的结果产
生影响。例如，村委会针对灾害监测预警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反思，找到症
结并从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能够增强灾害预警的效能。正如张云翔（２０１６）
所说，合作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生产—认知的迭代过程，公众在合作生产中的体
验将会显著地影响他们的认知，从而决定了他们在合作生产中的后续行动。笔
者发现，具备较强学习能力的社区，更容易在每次灾害防控过程中加深对当地
灾害种类、特征与危害程度的群体认知，并不断改进群测群防的监测方法与预
警手段，树立灾害风险意识以及提升自救互救能力，从而提高社区灾害早期预
警的有效性。

综上所述，群测群防是作为常规生产者的政府和作为消费生产者的公众对
灾害预警这一公共服务进行合作生产的过程，体现出自上而下的领导和自下而
上的生产相结合的模式。值得一提的是，部分学者认为合作生产的行动基础是
公众的志愿性合作而非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参与，并将合作生产的过程划分为设
计、管理、提供、评价等不同环节，认为只有公众全过程参与才算合作生产
（Ｏｓｂｏｒ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根据这一界定，群测群防能否被划归合作生产范畴便存
有争议。一方面，群测群防并非是完全志愿性的自发行为，从发起上看属于由
国家政策自上而下倡导而形成的公众生产行为；另一方面，严格来说，公众在
群测群防中的贡献集中于应急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和提供环节，并未在设计、管
理和评价等阶段发挥关键作用。

然而，本研究认为，志愿程度的高低并不是判断合作生产的关键要素。即
使公众在活动中受到政府指导或其他负面激励的约束而“半自愿地”进行合作
生产，只要仍然具有自由决策的空间（而不是完全失去人身自由），那么公众志
愿性与非志愿性的参与都可以被视为合作生产。此外，合作生产作为一个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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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价值的连续过程，按照不同阶段对其进行机械地划分很大程度上破坏了合
作生产的整体性。因此，只要个人或集体参与的任意环节属于公共服务价值共
创，则都可以被认为是合作生产。如此一来，灾害群测群防可以被视作应急治
理中的合作生产实践。接下来的部分，本文将尝试基于合作生产理论提出研究
假设并进行实证检验。

三、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合作生产理论
公共管理领域的合作生产（Ｃｏ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概念最早由Ｅｌｉｎｏｒ Ｏｓｔｒｏｍ及其同

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提出，他们认为公共服务的供给与生产需要公众与公共
部门的共同参与，即非同一组织中的生产者共同投入到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中
（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６）。换句话说，合作生产是公共服务常规生产者与消费生产者的
生产性行为的融合，二者通过平等、互益的关系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目的在于
提高服务供给的质量与数量（Ｂｏｙｌｅ ＆ Ｈａｒｒｉｓ，２００９）。可见，与政治学领域聚焦
于决策中民主水平高低的公众参与不同（例如参与投票选举与公开听证会等活
动），合作生产更强调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过程中公众的积极贡献，以及在价值
创造中的关键角色（刘炳胜等，２０２２）。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本文总结出合作生产包含以下五方面内涵：一是
生产对象：公共产品与服务；二是生产主体：公共组织与公众及其他社会主体，
公众具有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三是行动基础：志愿性或非志愿性参与
（Ａｌｆｏｒｄ，２００９）；四是生产过程：公众能够参与服务供给的一些环节（张云翔，
２０１８）；五是生产结果：创造公共价值，产生社会效益。

合作生产理论为解决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效率低下、覆盖面窄以及公众
回应性弱等问题提供了一条可行途径。传统上，大多数学者从生产者导向的视
角出发，将公众视为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者，认为只要能够充分调动资源、降
低交易成本就能够更高效地生产出具有价值的公共服务。这一观点忽略了在利
益诉求多元的治理实践中公共服务生产的复杂性与资源的稀缺性，公共产品与
服务的供给常常面临“集体行动困境” “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等各类难题
（容志、张云翔，２０２０）。然而，公共服务作为一个兼具持续性与互动性的价值
创造过程，必然要求作为服务使用者的公众参与其中，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核
心驱动者。通过合作生产，公众不仅可以参与到公共政策的议程中，还能够切
实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数量，贡献资源、知识、技能（Ｌｏｅｆｆｌｅｒ ＆ Ｂｏｖａｉｒｄ，
２０１６），从而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益（Ｊａｋｏｂｓｅｎ ＆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２０１３），满足被
服务者的个性化需求（张欢、褚勇强，２０１５），提升公共服务回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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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
虽然学术界已经对合作生产的重要性达成共识，但对如何实现有效的合作

生产却尚未充分讨论。在衡量合作生产有效性上，Ｆｅｒｒｉｓ （１９８４）指出，测量合
作生产有效性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在于所投入的成本是否直接：或者减少了在维
持既定服务水平的情况下政府所需投入的资源数量，或者在既定政府资源的投
入下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在应急治理领域，合作生产的有效性突出表现
在增强灾害韧性、提升治理效率并确保参与公平三大方面。在增强灾害韧性上，
合作生产能够帮助公众在参与应急治理过程时激发公民意识、优化资源配置、
构筑领导力并增强处于灾害风险威胁下脆弱群体的防灾能力，从而增强家庭与
社区的灾害韧性。在效率提升上，应急治理中的合作生产可以帮助政府将部分
灾害防治责任分摊给公众，从而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有效性与分配效率。在
公平促进方面，公众在合作生产中广泛的参与和合作，能提升应急资源分配的
合法性与公平性（Ｍｅ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

如何提升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换言之，合作生产如何产生绩效
已成为前沿议题。一方面，合作生产有效性的增强依赖于社会资本的培育与多
元主体间横向关系的建立。正如Ｏｓｔｒｏｍ （１９９６）所说，有效的合作生产必须满
足互补性、权威性、可信承诺以及激励四大条件，她认为治理主体间贡献的相
互补充性、合作生产的合法性、主体间所构筑的信任与责任感、组织网络的激
励是实现有效合作生产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治理主体自身的能力建设同样
是决定合作生产有效性水平的关键要素。研究发现，在应急治理合作生产的过
程中，社区强大的领导力以及良好的灾害项目管理能力能够在降低交易成本的
同时，进一步提升公众与政府合作生产的成效（Ｍｃｌｅｎｎａｎ，２０２０）。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研究较少对促进合作生产有效
性的要素进行深入分析，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仍然非常缺乏。本研究尝试基于中
国的应急治理实践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试图解释有效的合作生产需满足何
种条件。

（三）研究假设：影响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有效性的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合作生产行为是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对内外部

影响因素的整合性认识是合作生产研究的重要逻辑起点。结合现有研究，本文
试图从主体能力与主体间关系相结合的整体性视角出发，探索影响应急治理中
合作生产有效性各因素的关系与机理，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０５·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图１　 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有效性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１ ． 主体能力要素
（１）领导力。在群测群防过程中，村委干部、社区能人、党员等都是领导

核心，在动员、召集、协调和组织监测员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笔者发现，合
作生产实践中的领导力是一种复杂集体活动的产物，而不是个别精英的行动或
选择，这一发现也与现有文献相印证（Ｂｕｓｓｕ ＆ Ｔｕｌｌｉａ Ｇａｌａｎｔｉ，２０１８）。合作生产
的核心在于促进政府和公众之间的合作，这将模糊原有科层制的等级关系。除
了正式制度任命的领导人员，社区中的非正式组织也有不容忽视的领导力，社
区领导力通常通过共享的形式呈现（Ｔｈｏｒｐ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强大的领导力不仅能
够帮助各生产主体明确共同目标并确立合作生产的优先事项，提升参与群体尤
其是弱势群体的参与广度，提高沟通交流水平并明确公共责任，鼓励并支持创
新实践（Ｂｕｓｓｕ ＆ Ｔｕｌｌｉａ Ｇａｌａｎｔｉ，２０１８），还能够增强公共服务的使用者、专家以
及政策制定者之间针对公共服务供给的频繁互动。在应急治理中，领导力水平
高的社区能够通过整合资本方式、改革机构设置和打造开放包容的组织文化等
手段为居民参与公共安全服务生产创造有利条件（Ｊａｓｐｅｒｓ ＆ Ｓｔｅｅｎ，２０１９）。在此
过程中，多元治理主体之间通过分担服务供给责任并相互依靠，从而实现领导
力的共享，最终大大增强合作生产的稳定性与有效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１。

Ｈ１：领导力能够提升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
（２）学习能力。如前所述，在群测群防中，学习能力为公众进行合作生产

提供基础性资源。社区学习能力的积累是多元主体根据以往灾害经历，通过不
断反思并相互分享防灾实践经验，逐步提炼灾害风险知识、增强灾害防控能力
的过程。以居民为核心的社区公共服务生产，尤其依赖知识和技能作为其生成
与运作的基础（容志、张云翔，２０２０），而知识与技能的习得与运用是社区学习
能力的重要表现。社区居民通过学习建立起防灾减灾的自我效能感，增强自身
参与合作生产的意愿，从而不断提升社区公共应急服务生产的实际成效。此外，
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的传递并不会因为一次交换结束而终止，而是对
整个服务生产网络产生持续性的增强效应，帮助公共服务供给系统进一步提升

·１５·

应急治理中的合作生产何以有效？◆



其持续性与适应性（容志、张云翔，２０２０）。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２。
Ｈ２：学习能力能够提升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
２ ． 主体间关系要素
（１）凝聚力。应急治理作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合作与

参与，基于共同的利益和价值所形成的凝聚力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Ｌｅｔｋｉ与
Ｓｔｅｅｎ （２０２１）指出，基于合作生产的公共应急服务供给具有非排他性，在凝聚
力强的社区中，居民更容易出于对其他成员的关心和考虑做出贡献。具体而言，
较强的社区凝聚力能够推动居民共同防灾减灾的自组织进程，自发同邻居或是
组织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在协作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增进主体间的认同与互
信，提升公共应急服务生产与供给的效益与效率。据此，本文提出假设３。

Ｈ３：凝聚力能够提升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
（２）信任。现有研究在信任对合作生产的影响机制上存有争议。Ｐａｒｒａｄｏ等

人（２０１３）的研究代表了主流观点，他们认为信任是合作生产的基础，决定社
区公众参与合作生产的意愿高低，以及合作生产效能的发挥。如果缺乏信任，
公众就会对参与公共事务持消极悲观的看法。可见，尽管信任的建立需要耗费时
间和精力，但在合作生产中，信任能够显著降低治理复杂性与交易成本，正向促
进公众的合作生产行为（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８８）。但是，另一些研究结果显示，对政府的
不信任同样会推动公众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中，因为他们有强烈的意愿来
行使监督与制衡政府的权利（Ｃｉｔｒｉｎ ＆ Ｓｔｏｋｅｒ，２０１８）。Ｌｉｕ （２０２２）则在研究中进
一步发现了信任与合作生产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即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会降低其
参与合作生产的意愿，但对政府的高度信任并不会提高合作生产的参与热情。

信任除了对合作生产有直接影响，还被认为与其他因素之间存在调节效应。
已有研究指出，信任水平高的公众能够在面对外部扰动的情况下促进集体行动
并增强社区凝聚力，使受灾社区维持韧性。Ｇｅｒｏ等（２０２０）在研究２０１１年东日
本大地震时发现，震后为转移安置流离失所的受灾公众而采取的强制性异地移
民，侵蚀了迁入社区的信任，从而引发社区内部的误解与冲突，最终削弱了社
区凝聚力。此外，信任也对社区领导力水平具有调节效应，信任能够有效帮助社
区领导各治理主体发展更多且更坚固的非正式关系。在灾害治理情境下，如果缺
乏信任，即使各治理主体在社区领导下有过沟通互动的过程，也并不会产生合作
生产行为（Ｓｔｅｗａｒｔ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本质上而言，社区领导力是维持社区自治
（Ｔｚｆａｄ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０）、保证社区在常态与非常态情境下正常运转、减少灾害造成
的不良社会影响之关键（Ｓｈａｐｉｒ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２１）。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Ｈ４：信任能够提升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
Ｈ４ － １：信任有助于强化凝聚力对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有效性的促进作用。
Ｈ４ － ２：信任有助于强化领导力对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有效性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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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设计

本研究将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究社区主体能力性因素如领导力、学
习能力，以及社区主体间关系因素如凝聚力、信任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影响机
理，旨在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为提升未来应急治理合作生产效能提供新思路。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来源于汶川地震灾区家庭户的问卷调查。问卷基于社区

韧性评估工具（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Ｒｅｓｉｌ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ｏｏｌ）第四版设计，这一工具由
国际红十字会及红新月联合会设立的全球备灾中心（Ｇｌｏｂａｌ Ｄｉｓａｓｔｅｒ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
Ｃｅｎｔｅｒ，ＧＤＰＣ）开发。研究团队根据中国情境，对问卷进行了必要的修订。通
过采取多阶段抽样法（Ｍｕｌｔｉｓｔａｇｅ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笔者抽取了威州镇、映秀镇、水磨
镇、绵羋镇和龙溪乡等５个乡镇，七盘沟村、中滩堡村、南桥社区等１０个村／
居委会，然后在入选的村／居委会中根据户籍资料采用等距抽样的方法抽取了
８９９个家庭户，最后在每一户中用Ｋｉｓｈ表随机抽取１个１８岁以上的社区居民进
行调查，得到８９９个调查样本。２０１８年９月完成问卷收集工作，２０１８年１２月
完成问卷录入工作，获得有效样本数６１８个，有效率达６８ ７４％。

本研究选取四川省汶川县作为研究区域，主要基于以下两点考虑。首先，
汶川大地震作为我国成立至今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灾害损失最重、救
灾难度最大的一次灾害，是一场典型的巨灾。大地震极大地改变了汶川当地的
地质结构，震后松散的地质结构大大增加了次生地质灾害的发生概率，使得滑
坡、崩塌、泥石流等地面破坏现象大量出现，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基层灾害治理
的复杂性。其次，汶川县幅员面积４８０４平方公里，位于岷江上游地区，地形复
杂，属于典型的高山峡谷地带，大部分居民居住在山区。当地地质灾害隐患点
复杂多变且点多面广，单纯依靠构建技术性早期预警系统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与
物质资源。在此背景下，当地根据资源状况所建立的简易高效、成本较低的群
测群防系统，实现了对致灾因子的及时监测与预警，为研究应急治理的合作生
产有效性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

（二）变量测量
１ ． 信度与效度检验
信度指测验结果的一致性、稳定性及可靠性。信度系数愈高则表示该测验

的结果愈一致、稳定与可靠。本文利用Ｓｔａｔａ １５ ０统计分析软件，采用内部一致
性信度检验方法对调查数据进行信度检验，并通过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Ａｌｐｈａ系数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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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的信度。在本研究中，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有效性影响因素的总量表信度
为０ ９１９７，达到了０ ７以上，说明本次调查所使用的问卷信度良好，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效度是指测量的有效性程度，即测量工具能否准确反映其所需刻画变量的
程度。一般认为，ＫＭＯ的测定结果在０ ９以上表示非常好，在０ ７以上即可。
为了衡量本次调查问卷的内在结构是否合理，本文对问卷调查的数据进行探索
性因子分析，得到的ＫＭＯ值为０ ９３８，大于０ 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度检验显著性为
０ ０００，小于０ ００５，表明问卷的效度较好。

２ ． 被解释变量
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本研究使用“如果有灾害发生，村／社区会

给我们提供如何应对的信息”“您觉得社区／村里的灾害监测人履职情况如何？”
“我们村／社区有减防灾／应急宣传教育”“我们村／社区对突发事件有所准备，组
织有序”四个题项来测量，在取值上均采取正向赋值的方法。选择这四个问题
的依据来自于世界气象组织（ＷＭＯ）在２０１８年发布的《多灾种早期预警系统：
清单》中对于早期预警系统的界定（ＷＭＯ，２０１８）。考虑到这些问题属于早期
预警中的不同指标，故采用四个题项的得分之和作为代理数据进行测量。此外，
本研究选择从公众个人感知层面测量合作生产有效性主要出于以下考虑：合作
生产作为一种公众参与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的方式，始终以公众需求为基础，
追求公共性、服务性、责任性、回应性、公开性等价值目标（姜晓萍、郭金云，
２０１３），因而公众基于服务质量的整体感受及其与期望的比较所作出的有效性评
价更具有解释力（Ｋｅｌｌｙ，２００５）。相比之下，以成本－收益为核心，通过各类硬
性指标采集客观信息以评价合作生产有效性的方式，存在着过分强调技术理性而
忽略公众期许，最终导致公共价值丧失的缺陷（陈天祥，２０１１）。因此，以公众为
评估主体进行合作生产有效性评价更能够体现公共价值，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３ ． 解释变量
（１）领导力。使用“我们村／社区的干部很有领导效率” “村／社区里的人

能够和村／社区干部一起商量和解决问题”两个题项的得分之和作为代理数据进
行测量。

（２）学习能力。使用“我们村／社区能够从过去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学习”
“我们村／社区能够比过去更好地应对灾害”“如果发生突发事件，我们村／社区
可以很快恢复过来”三个题项来测量社区的学习能力，在取值上均采取正向赋
值的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中提取出一个因子，其解释总方差为６１ ５４％，
变量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均大于０ ５，ＫＭＯ检验值为０ ６０７，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型检验
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００，各个观察变量清晰地归属于特定的公共因子，因此将该因
子命名为“学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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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凝聚力。使用“我对我们村／社区有归属感” “我们村／社区的居民能
够团结起来解决问题”“我们村／社区能够与外部组织机构合作解决村／社区的问
题”三个题项来测量，在取值上均采取正向赋值的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
中提取出一个因子，其解释总方差为５７ ９４％，变量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均大于
０ ５，ＫＭＯ检验值为０ ６０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型检验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００，各个观察变
量清晰地归属于特定的公共因子，将该因子命名为“凝聚力”。
４ ． 调节变量
社区信任。本研究通过使用“我们村／社区能够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您

对村／社区领导发布的自然灾害信息的信任程度”“您对村／社区的微信群、ＱＱ
群发布的自然灾害信息的信任程度”“您对村委会／居委会的信任程度”四个题
项来测量，在取值上均采取正向赋值的方法。利用主成分分析法从中提取出一
个因子，其解释总方差为４７ ８９％，变量的旋转后因子载荷值均大于０ ５，ＫＭＯ
检验值为０ ６２９，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型检验显著性水平为０ ０００，各个观察变量清晰地归
属于特定的公共因子，将该因子命名为“社区信任”。
５ ． 控制变量
依据过往研究的结果，本研究加入以下控制变量：一是资源禀赋，使用

“我们村／社区有解决村／社区问题的资源（资金、技术、物资、服务等）”进行
测量。二是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男性＝ １；女性＝ ０）、政治面貌（党员＝
１；非党员＝ ０）、户籍（农业户籍＝ １；城市户籍＝ ０）、婚姻状况（未婚＝ ０；
已婚＝ １）、教育层次（小学及以下＝ １、初中＝ ２、高中及技校＝ ３、大专及以
上＝ ４）和年龄（连续变量）。

五、实证分析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１报告了主要变量的基本信息，应急治理合作生产有效性的样本均值为

１４ ０８３，标准差为２ ３４８，样本总体符合正态分布。不同社区应急治理的合作
生产有效性得分跨度为［１２ ４５７，１５ ７８４］，由高到低排列为：七盘沟村＞水磨
社区＞老人村＞渔子溪村＞茅坪子村＞码头村＞羌锋＞阳光社区＞中滩堡村＞
南桥社区。方差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社区在合作生产有效性方面存在显著差
异性①。

·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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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合作生产有效性 １４ ０８３ ２ ３４８ ７ ０００ ２０ ０００

领导力 ７ １８０ １ ４１５ ２ ０００ １０ ０００

凝聚力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３ ９６８ ２ ３７３

学习能力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２ ８４７ ２ ２１６

社区信任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 ３ １９３ ２ ２９０

资源禀赋 ３ ２５６ ０ ８０７ １ ０００ ５ ０００

性别 ０ ５５７ ０ ４９７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年龄 ４７ ６３４ １５ ６９５ １８ ０００ ８８ ０００

户籍 ０ ５４２ ０ ４９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婚姻状况 ０ ７８８ ０ ４０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受教育情况 ２ ００６ ０ ９４１ １ ０００ ４ ０００

政治面貌 ０ １２３ ０ ３２９ ０ ０００ １ ００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领导力的样本均值为７ １８０，标准差为１ ４１５，说明大部分受访者对社区领

导力的评价处于中等偏上水平。社区领导力得分最高的前三个村庄为水磨社区、
码头村和七盘沟村。此外，表１显示，凝聚力、学习能力与社区信任的样本均
值均为０ ０００，说明受访者对社区信任的评价处于中等水平。七盘沟村在凝聚力
方面的得分高于其他社区，码头村在所有社区中学习能力的得分最高，水磨社
区的社区信任得分远高于其他社区。

此外，控制变量中，大部分受访者认为所处社区的资源禀赋处于中等水平。
样本的平均年龄为４７ ６３４岁，男性群体占总群体的比例为５５ ６６％，农村户籍
占总群体的５４ ２１％，党员群体占总群体的１２ ３０％。此外，样本中婚姻状况的
均值为０ ７８８，其中已婚比例为７８ ８０％，未婚比例为２１ ２０％，已婚群体在样
本中占主导地位。教育层次的均值为２ ００６，标准差为０ ９４１，说明样本的教育
层次大多介于初中和高中及技校之间。

（二）基准回归
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模型检验假设。回归中所有自变量及调节变量均进行

了中心化处理，以方便后续系数解释。在控制性别、年龄、户籍、婚姻状况及
受教育情况等人口学变量的条件下，回归结果如表２所示。同时，为了避免自
变量之间严重的多重共线性对模型估计结果的影响，本研究对所有模型的估计
结果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发现所有变量的ＶＩＦ值均小于５，表明模型自变量
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所有模型的总体显著性检验统计数据表明，
各模型至少在０ １的水平上具有显著性，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６５·

◆公共行政评论·２０２３·２



表２　 多元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因变量：应急治理合作生产有效性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领导力 ０ １２７ ０ １３３ ０ １３１

学习能力 ０ ５３３ ０ ５２８ ０ ５３１

凝聚力 ０ ４５９ ０ ４６５ ０ ４７１

社区信任 ０ ７１８ ０ ７０８ ０ ６９９

（社区信任×领导力） ０ ０７５

（社区信任×凝聚力） ０ ０８７

控制变量 加入 加入 加入
Ｎ ６１８ ６１８ ６１８

Ａｄｊ Ｒ２ ０ ６４４５ ０ ６４６９ ０ ６４５９
Ｍｅａｎ ＶＩＦ １ ７７０ １ ７１０ １ ７１０

注：、和分别表示回归系数通过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水平的显著性检验。限于篇幅原
因，标准误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未在文中列出，感兴趣的读者可联系作者索取完整表格。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１显示，领导力能够显著正向影响社区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

社区领导力越强，合作生产有效性水平越高（β ＝ ０ １２７，ｐ ＜ ０ ０５）。类似地，
学习能力、凝聚力、社区信任与合作生产有效性之间的相关性为正，且回归系
数显著。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社区灾后学习能力越强，合作生产有
效性越高（β ＝ ０ ５３３，ｐ ＜ ０ ０１）。凝聚力每增加一个单位，合作生产有效性就
会增加０ ４５９个单位。社区信任水平每提高一个单位，合作生产有效性就会增
加０ ７１８个单位。在控制变量当中，资源禀赋、户籍、婚姻状况对合作生产有
效性具有显著的影响。社区拥有解决问题所需的资金、技术、物资等资源越充
足，合作生产有效性就越高（β ＝ ０ ４１２，ｐ ＜ ０ ０１）。农村户籍（β ＝ ０ ４２２，
ｐ ＜ ０ ０１）的受访者认为合作生产有效性水平更高。类似地，已婚人士较未婚人
士认为合作生产更有效（β ＝ ０ ２３７，ｐ ＜ ０ １）。模型１的调整Ｒ２ 为６４ ４５％，
说明该模型可以解释６４ ４５％的样本，拟合优度较高。

模型２的结果表明，社区信任在凝聚力与合作生产有效性之间发挥正向调节
作用。社区信任与凝聚力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０ ０８７，ｐ ＜ ０ １）。这表
明，当社区信任水平较高时，凝聚力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积极影响显著增强，
Ｈ４ － １得证。比较不同社区信任水平下，合作生产有效性随凝聚力改变而变化
的图像（如图２所示），发现社区信任水平较高（高于社区信任均值两个标准
差）时，合作生产有效性随凝聚力上升而增强的程度明显大于社区信任水平较
低（低于社区信任均值两个标准差）时。模型２的调整Ｒ２ 为６４ ５９％，说明该
模型可以解释６４ ５９％的样本，拟合优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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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社区信任对凝聚力与应急治理合作生产有效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模型３的结果表明，社区信任在领导力与合作生产有效性之间发挥正向调节

作用。社区信任与领导力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β ＝ ０ ０７５，ｐ ＜ ０ ０５）。这表
明，当社区信任水平较高时，领导力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积极影响显著增强，
Ｈ４ － ２得证。当社区信任水平很高时（高于社区信任均值两个标准差），合作生
产有效性随领导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强。当社区信任水平很低时（低于社区信任
均值两个标准差），无论社区领导力处于何种水平，合作生产有效性几乎保持不
变，且有效性较弱（如图３所示）。模型２的调整Ｒ２为６４ ６９％，说明该模型可
以解释６４ ６９％的样本，拟合优度较高。

图３　 社区信任对领导力与应急治理合作生产有效性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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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采用分数加总法构建社区信任的综合指数并

命名为“信任”，从而替代原有的主成分分析法所计算的综合指数并进行多元回
归。统计结果表明，领导力、学习能力、凝聚力、信任依旧对合作生产有效性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同时，领导力与信任的交互项显著（β ＝ ０ ０３４，ｐ ＜
０ ０５），凝聚力与信任的交互项显著（β ＝ ０ ０４３，ｐ ＜ ０ ０５），说明信任在领导
力与合作生产有效性、凝聚力与合作生产有效性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上述结
果与表１模型的结果具有一致性，且各变量ＶＩＦ均不超过３，通过共线性检验①。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各因素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影响效应，以及社区信任在
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

六、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以灾害群测群防体系为例，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汶川地区家庭户
调查数据，探讨主体间关系性要素与主体能力性要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应急治
理中合作生产的有效性。研究发现，关系性因素（信任和凝聚力）与能力性因
素（领导力和学习能力）均对合作生产有效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信
任作为调节变量，分别强化了领导力与凝聚力对合作生产有效性的正向作用。

现有研究在对信任与合作生产的影响机制的认识上存在分歧，本研究证实
了信任对于提升合作生产有效性的正向作用。研究团队在田野调查时也发现，
公众对社区的信任水平越高，参与灾害群测群防的意愿与投入程度也越高，这
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专业服务从而减少公共财政支出，同时潜在地促进了
应急服务供给的回应性，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的效率与效益。良好的信任关系
可以有效降低应急治理中合作生产的沟通成本，协调各主体间关系以提高灾害
预警的效率，在提升公众备灾意愿的同时也巩固了自发性的合作互利关系，最
终实现了应急服务与产品的持续有效供给。

研究结果显示，信任不仅能够增强合作生产有效性，同时还对凝聚力与领
导力要素作用的发挥有调节效应。一方面，社区的信任水平越高，则越能依托
社会网络关系促成高效的联合抗灾行动，从而形成合作生产的合力以提升应急
服务与产品的供给效率与质量。群测群防实践也表明，社区信任水平越高，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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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社区归属感与凝聚力也越强，公众越能够意识到自身在灾害监测预警中的
责任与作用。在此情境中，组织化程度低的公众更容易被动员起来，共同参与
到灾害预警过程中。另一方面，在信任水平较高时，社区的公共权威与领导力
得以进一步巩固，进而强化了社区在鼓励公众参与合作生产时的话语权与影响
力，最终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实现了应急服务的高效供给。在本次调研中，笔者
也发现信任水平越高的社区，社区领导越能高效地通过沟通、宣传以及柔性动
员的方式号召公众参与到公共服务的合作生产中，不仅减少了处理主体间分歧
的协调成本，同时还大大提升了服务供给绩效。

研究发现，由公众自下而上自组织参与应急服务和产品的合作生产行为，
已成为弥补传统应急治理中“政府失灵”的重要手段。应急资源合作生产过程
中的自组织在调动灾区资源、联系公众并支持政府共同开展灾害救援活动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原因在于，社区公众的自组织立足于本地的知识传统、社会
关系与灾害情境，在尊重公众意愿的前提下充分挖掘可用资源，从而采取符合
本地实际的技术手段以灵活备灾。同时，合作生产下的自组织实现了从“以政
府为中心”向“以公众为中心”的重心转向，在一定程度上确保应急服务及产
品在社会互动的过程中根据实际需要进行有效供给。

高效的应急治理是自上而下的政府领导与自下而上的公众自组织双向力量
充分协调的结果。在应急治理实践中，以政府为单一主体，从技术主义路径出
发自上而下进行防灾减灾行动，在日益复杂化的灾害治理情境中面临巨大挑战。
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方面，在此过程中社区及公众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主动参
与提供应急服务和自组织响应的能力受到限制，最终导致单向供给的灾害预警
服务无法根据灾害情境与已有资源满足本地居民的实际需求（沙勇忠、钦晖，
２０１２）。另一方面，应急治理是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有效的灾害预警必须充分考
虑技术手段与本地社会文化、关系网络与资源条件的适应性，在以科技手段提
升应急治理效能的同时，更要促进脆弱社区因地制宜地朝主动应灾的社会化进
程转变。

本文的发现对于应急治理的效能提升具有重要意义。技术导向和社会导向
是当前防灾减灾体系建设的两个重要取向。前者强调工具理性，倡导以科技手
段自上而下地解决应急治理难题，成本高，效率也高。后者则强调行动主体的
重要性，侧重将应急治理行动与当地社会背景有机结合，兼具低成本与多样化
的特点。在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技术路径与社会路径，将两者结合起来而不
是顾此失彼。技术性防灾减灾系统需要充分嵌入到地方社会结构中，考虑当地
社会文化特性，才能充分保证有效性和可持续性。汶川的群测群防体系，便是
将预警系统深嵌于当地社会文化结构中，从而取得了远超预期的防灾效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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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充分参与合作生产过程，实现了预警系统的持续有效运作，这一实践为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构建早期预警系统以及供给应急公共服务提供了借鉴经验。

总的来说，本研究为如何将合作生产实践融入社会文化背景以实现持续有
效的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实证案例。合作生产是不同生产者为实现某一共识而
进行的互动，这种互动表面上由生产者控制，实际上是内嵌于社会环境的产物。
当前，探究社会文化因素如何影响合作生产实践已成为创新合作生产理论的重
要驱动力。无论是对参与合作生产的主体行为的研究，还是对合作生产过程的
研究，都不约而同地指向社会文化因素能够支持或阻碍合作生产。本研究的结
果意味着主体间紧密的协同网络能够创造巨大的生产效益，因而合作生产的组
织者应当重视培育主体间良好的信任关系。合作生产以更低的成本、更高的收
益带来更高的治理效能，为破解公共服务供给困境提供了的新手段。同时也需
要意识到，合作生产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采用化约主义的定量研究法难免
存在局限，由于资源和条件的限制，仍然有众多因素及其机理尚未被挖掘，这
也成为未来继续深入探索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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